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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沒有聲音？文學家所見博物館聲音採集蒐藏的可能性

／黃琳晶 

 

          進到主任秘書辦公室，眼見空曠明亮的空間深處，一天下來，來自學校

四面八方大大小小的校務，都是通過這裡，再傳遞出去。 

 

      「你坐。」鍾永豐身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主任秘書，要事片刻不離身，

因此他招呼我坐在他辦公桌前的椅子，如此，才能一邊處理緊急公務，一邊聆

聽我的探詢。 

 

      訪談前，縱使已閱讀關於鍾永豐的多篇訪談，但實際面對時，似乎再多的

準備、言語，都顯得淤塞匱乏。儘管如此，還是簡單說明來意，省去多餘寒

暄，很快進入正題。 

 

      「土地沒有聲音。」當我開宗明義地提及私以為對生祥樂隊創作的理解，

也是過去我們再熟悉不過的語彙，「土地」關懷時，鍾永豐悠悠且嚴肅地戳破

我的興高采烈，取而代之是我充滿困惑的神情。「『土地』怎麼會有聲音

呢？」鍾永豐解釋道，「土地農業化後，生態都被消滅了，怎麼會有聲音？若

有聲音，一定是生產的聲音。」 

 

       鍾永豐認為生產的每一個階段，因應生產方式、生產工具、生產過程不

同，聲音也隨之不同，也因此，除了工作方式和人際關係外，聲音的場景相當

關鍵，那些機器聲響、人講話、人如何講、傳達什麼訊息，都自然而然刻鑿在

人的勞動記憶中，包含消減勞動帶來的疲憊，此時，民謠便在勞動現場為勞動

者減緩疲累、或讓生產過程可以有更好的協力。 

 

        出身農家，歷經美濃菸葉蓬勃到沒落、農村結構脆弱化、製造業出走、臺

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致進口產業衝擊本土產業、傳統產業衰退、農村轉型等，

種種不得不推向的臺灣現代化進程，側身投入各地工農運動，並返回原鄉推動

社會文化的鍾永豐，對生產過程的勞動聲音再理解不過，自然在創作過程中，

便會邀請這些聲音進來成為作品的一部分。 



  

       創作〈菊花夜行軍〉時，他與搭擋林生祥詢問自身一個問題，1990 年代，

能夠代表美濃地方的聲景為何？創作選擇上，他們以有節奏的聲景作為構築

〈菊花夜行軍〉的要素，如同十八世紀的英國，會用工廠中紡織機的節奏作為

編曲的想像參考，又如四川則有拉縴號子（註）。1970 年代，政府推動農業機

械化，農具增加減少農村勞力、提高生產力，俗稱鐵牛的耕耘機亦逐漸取代耕

牛。有著高亢規律節奏的鐵牛聲，遂成為歌曲中非常核心的聲音地景。之所以

以節奏為音樂的主要元素，受西方搖滾樂啟蒙、長期浸淫於搖滾樂的鍾永豐

說，「搖滾樂並非僅有旋律線，還有節奏、想像與安排，每一個年代搖滾樂最

核心的差異在於節奏文化的差異。」也因此，在搖滾樂化外之地的臺灣，要如

何長出自己的搖滾樂節奏、可能從什麼方向來長，是他所探索的，鐵牛的節奏

恰巧讓搖滾民謠與聲音地景的想像合而為一。 

  

       另一首〈風神 125〉，則是使用嗩吶模仿摩托車的加速，此種再現，不僅

是聲音想像的再現，更是聲音在主角心裡的想像。通常聲音引入音樂創作、聲

音地景可以分多種層次討論，最直觀的便是作為背景音來使用，然而也較缺乏

創作技巧的挑戰性，和整個音樂創制也較無法形成有機的關係；進一步則可以

如〈菊花夜行軍〉作為節奏上的參考；又或者〈風神 125〉為外在環境與主人

翁心理狀況內外的呼應。 

   

      訪談過程中，說話慢熱、溫潤仍不失犀利的鍾永豐，完全讓我體認到何謂

「創作者」，何謂認真思考創作這回事。 

   

      鍾永豐說，創作者應該要理解自己的創作身份，觀看自身和音樂中事件的

關係為何，他將這樣的關係區分為閱讀者、觀察者和參與者，而創作身份將會

決定創作形式與內涵。對鍾永豐而言，倘若歌曲創作較具批判性、為要傳達運

動訴求，基於創作倫理考量，一定會以運動參與者身份來寫，即便出自田野調

查、口述訪談，都需要曾參與其中或有所連結，否則所寫出來的，不過是依據

己身興趣而寫，當無法以當事人視角創作，反顯得矯情，既搔不到癢處也不具

說服力。然而身份亦可重疊，參與同時實際也是帶有第三隻眼的觀察者，如此

便能帶著更多不同的觀點與思考去看待這些事件。 

      



       儘管多以參與者身份來創作，並且在許多歌曲中直接使用當地人的口號以

表達參與者的聲音，隱含運動與音樂間的互相滲透，無非是要回歸創作的歌曲

性，思量受眾為誰，若是為非運動參與者而寫，則歌曲建構出來的脈絡需要使

非運動參與者也能有所理解，如此圈內與圈外的理解便能產生更多的對話。而

深受搖滾樂影響的鍾永豐，並不是將搖滾樂照本宣科搬演於他們的創作中，他

清楚知道，搖滾樂並非臺灣的產物，不要成為失去主體性的模仿者，反而應將

搖滾樂視為一種方法，重新看待傳統音樂與現代流行音樂的關係，他認為創作

者應該要很有自覺的處理這樣的問題，這將會決定你創作出來的音樂的樣貌。

這也是生祥樂隊的作品中配器選用、音樂處理很重要的指標，無論如何都應思

考搖滾樂作為方法論時主體性的問題。 

       

       對於博物館的音樂採集與蒐藏，鍾永豐認為這應該是很有機的關係及過

程。以美國史密斯博物館為例，民謠採集者會不斷搜選和民謠、藍調有關的演

唱者，演唱者並非止於傳唱者，更多的是創造者的角色，即便傳唱的民謠來自

師傅，但到了下一輩身上，又會加入自己的歷史脈絡，長出屬於自己的血肉，

民謠因著這些才華開枝散葉，不同個體參與豐富了整個民謠，讓民謠產生許多

豐厚變體。也因此，這些演唱是極富創造性的，而民謠採集蒐藏者應該看到民

謠、藍調在傳遞過程中的創造性，如民謠怎麼產生、為何會如此演唱，也進而

從中看見演唱者的傳記。 

 

       1950、60 年代的民謠復興運動，這些人不是以傳唱者角色進入民謠復興

運動，而是以藝術家（artist）身份進來，才會擁有非常飽滿的主體性，許多民

謠的再創作蓬勃開展。民謠復興運動連結到美國 1950 年代各樣的文化、民權

運動，也促使博物館強化搜集工作，更具急迫性、正當性與權威性進行採集典

藏，社會支持與資源亦得以挹注。這些採集與典藏成為出版品，也同時成為文

化史的一部分，而非停留在文化資產。這在當時構築出相當豐富的整體圖像，

博物館的搜集和再利用，與民謠的再創作、整個文化創造歷程緊密連結，彼此

互相參照，相輔相成。「如果有了這層理解，那麼當下次街頭出現抗議時，博

物館人豈不會到前線進行聲音採集？」鍾永豐這麼期待著。     

 

回到生祥樂隊和聲音地景的關係，早期交工樂隊時期多會直接使用聲音地

景作為創作素材，時至今日，則已內化成一種創作的方法，不過長期關注農工

運動、環保議題、臺灣文化、社會實踐的初衷理念始終如一。訪談末了，呼應



訪談最初，鍾永豐語重心長的提醒，「當你在講土地時，到底是講農業、農

村、農民、農村中的地景，都要非常精確。土地怎麼會有人格，怎麼會有性

格？」如同當有人向他提起土地氣味、土地芬芳時，他反問什麼是土地的氣

味？ 

      

「傍晚的時候，你沿著產業道路走一圈，你就知道這個下午，農民灑了哪

些農藥，你可以根據這些農藥味道，重建今天下午農民的勞動史。」 

     

 「如果你去溪邊，你就會聞到豬屎味，會聞到地下工廠排放出來的污水，

那個味道跟你講，這個土地已經是被違章工廠包圍。」 

     

        鍾永豐如是說。我思忖，或許這才是不輕忽怠慢土地上任何一隅的態度，

而眼前的詩人信口捻來皆如此優美，但那必定是經過長期累積、親自走過，才

讓所有的一字一劃都顯為真實，充滿畫面感。他們是開創者，也是實踐者，唯

有實際參與、不斷打磨、思索的深沉，清楚自己要講述的對象為誰、要傳遞訊

息的目標為何，才能在音樂創作這條路上，使獨樹一幟的音樂風格及透過音樂

傳達的每一段字詞、聲響，亦能開枝散葉到每一位閱聽人的耳裡。 

 

 

 

 

 

 

 

 

 

 

 

 

 

 

 

 

註 1：拉縴號子是勞動號子的一種，屬三峽船歌船謠範疇，為船工駕船闖灘常用的排號。峽江

縴夫號子多為勞動呼喊聲，有領唱和齊唱，也有配有歌詞的領唱和合唱。 

註 2：本文為訪談鍾永豐之報導。 


